
国际法与比较法

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塑造

———由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竞争中立规则引发的思考

刘　雪　红＊

摘要：中国国有企业以“公私混合”身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引发激烈争议，甚至构成中美贸易战的焦
点。原系澳大利亚国内竞争政策的“竞争中立”正通过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国有企业国际新规则。竞
争中立规则内含的新型反补贴、商业考量和公司治理要求，实质是以“行为规制”改变“主体属性”，既可避
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又可通过“公平竞争”的要求实现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塑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
竞争中立规则虽是西方排斥中国国有企业、展开制度竞争的法律武器，但不失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促成国
有企业回归企业本质的合理成份。我国可积极推出中国版的竞争中立规则以促其向“良法”发展，并在批
判借鉴欧美范式的基础上推进政府补贴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化，助推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塑造和良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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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国有企业的身份困境与不公平竞争

国有企业的身份定位系世界性难题。① 世界银行曾指出：“国有企业身份不明确，会在国有企业治理、
所有者角色、国有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关系以及法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引发混乱。”②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让天然具有因公优势的国有企业实现身份正位？当前欧美国家正绕过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
组织），率先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推行新型国有企业规则。这些国有企业规则以竞争中立为主要内容，③具
有以“行为规制”改变“主体属性”的隐蔽效应，体现了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问题从“身份之争”转向“身份改
变”的战略性变化。④ 由于“竞争中立”和“身份改变”属于国有企业新规制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国有企业、
政府甚至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提出新要求，对中国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也是中西方在不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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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ＵＳＭＣＡ）、《国际服务贸易协定》（ＴｉＳＡ）、《跨大西洋
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ＴＴＩＰ）、《欧盟和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ＣＥＴＡ）、《欧盟和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的文本为对象展开
探讨。目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签署、《欧盟和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临时生效、《欧盟和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
其他协定虽然基本被搁置，但这些协定文本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其中，《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可公开获得的仅为欧盟建议版，
本文讨论以欧盟官网最新公开的文本为主；《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成员为除美国之外的１１国）中的国有企业条款
全部出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国有企业章节条款也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高度相似，故涉及相关
条文时侧重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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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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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获取合作共识的关键。
在当前逆全球化的国际新形势下，频繁现身世界五百强的中国国有企业，其国际化发展引发了公私企

业全球同台竞争的新格局。中国国有企业以何种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能否确保公平竞争的问题愈发
凸显，甚至成为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战的核心焦点。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国有企业并非纯粹的商业实体，而是
被政府控制用于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产业计划、“窃取”外国技术、进行海外投资扩张等战略的“行为
体”，是导致不公平贸易以及美国对华实施惩罚性关税的重要因素。① 事实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
国有企业身份的质疑和排斥由来已久，美国、欧盟和日本自２０１７年年底至今已连续数次会面讨论扭曲市
场的补贴行为以及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新型的产业补贴规则和国有企业规范呼之欲出。中国国
有企业的身份定位问题是西方抨击中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引发不公平贸易之争的关键点，也是中西方
在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治理模式等方面分歧和冲突的表现。②

其实，中国国有企业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启动了现代企业和公司制改革，但国有企业的身份定位至
今仍旧备受争议。２０１５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后，依分类改革的要求，国有企业被划分
为公共和商业两类，被归为商业类的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为实现商业类国有
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改革、资本化运营、监管
体制改革等诸多探索。然而，国外很多观点仍坚持上述措施无法改变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实质控制和影响，
认为国有企业是“政府代理人”，并以政府提供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经济活动。③ 尽管西方的主张有所偏
颇，但也客观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面临多重且复杂的利益博
弈，某些国有企业确实因政府扶持而获得不当竞争优势从而“公私混合”“大而不倒”，而国内各界对中国国
有企业的身份定位和未来方向又莫衷一是。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仍将长期活跃于国内外市场，这是由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国有企业国际化战略所决定的。那么，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如何才能以国际社
会认可的、符合市场要求的身份参与公私企业的全球“同台竞技”？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设计如何有效对
接“竞争中立”的国际大趋势和新要求？国内学界对竞争中立的发展一直进行跟踪研究，但竞争中立规则
“改良”国有企业身份的问题却鲜被论及。本文试借助规范分析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着力探讨竞争中立
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身份塑造问题。

二、竞争中立规则的国际法演进及新挑战

从通常含义看，“竞争中立”是指“在经济市场上任何实体都不应有不当的竞争优势或劣势”，④以“公
平竞争”为内涵和要旨的竞争中立属于广义的竞争法范畴。当前主流观点和实践表明，竞争中立侧重于规
制国有企业不当竞争优势以及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属于专门规范国有企业的特殊“竞
争法”。⑤ 竞争中立规则由澳大利亚国内竞争政策发展而来并快速遁入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经历了极其
特殊的国际化演进过程，对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国有企业及国家带来了新挑战。

（一）竞争中立规则的国际法演进
竞争中立规则最早起源于澳大利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国内竞争法改革。彼时，澳大利亚针对全国竞

·１７１·

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塑造———由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竞争中立规则引发的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Ｕ．Ｓ．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　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０１Ａｃｔｉｏｎ（Ｊｕｌｙ　１０，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
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ｊｕｌ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ｕ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２０１８－１２－１６．

参见孔庆江：《中美ＢＩＴ谈判中的国家主导经济议题研究及我国的对策》，《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参见［美］柯提斯·Ｊ．米尔霍普、郑文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无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保尔森政策备忘录》２０１６年１月，ｈｔ－

ｔｐ：／／ｗｗｗ．ｐａｕｌｓ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１／ＰＰＭ＿ＳＯ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ｉｌｈａｕｐｔ－ａｎｄ－Ｚ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ｐｄｆ，２０１８－
０７－１６；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ｉｌｌｍ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Ｕ．Ｓ．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Ａｄ－
ｄ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Ｊｕｎｅ　８，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ｃｃ．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Ｈｉｌｌｍａｎ％２０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２０ＵＳ％２０Ｃｈｉｎａ％
２０Ｃｏｍｍ％２０ｗ％２０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２０Ａ．ｐｄｆ，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Ｓｅｅ　ＯＥＣ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２，ｐ．１５．

参见石伟：《“竞争中立”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６页。



争性不足、国有企业和政府性机构实体不受竞争法规制的情况，决心改革国家竞争政策并在实践中发展出
规则和执行机制皆完备的竞争中立制度，具体包括对国有企业的税收中立、借贷中立 、监管中立和商业回
报率等要求，以及在联邦和各州建立执行机构和投诉机制。① 随后，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联
合国贸发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发布了一系列与竞争中立相关的政策
报告、声明和指南，为大规模推广竞争中立规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当前，欧美正以澳大利亚的竞争
中立制度为模板，依托经合组织的前期研究和指南，在新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行以竞争中立为主的国有企业
新规则。尽管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规则不像澳大利亚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一样采用“竞争
中立”的术语，但同样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精神和目标。② 其中，美式竞争中立规则主要体现于美国近年主
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跨太平洋协定》）、《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
大协定》（以下简称《美墨加协定》）的国有企业章节，欧式竞争中立规则则反映在欧盟主导的《欧盟和加拿
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以下简称《欧加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以下简称《跨大西洋协
定》）、《欧盟与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欧日协定》）以及欧盟与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韩国、越南
和印度尼西亚）所签订的一系列协定。除《欧盟和越南经济合作协定》存在较多的例外条款外，其他协定的
竞争中立条款高度相似，因而本文分析欧式竞争中立规则时以《欧加协定》《跨大西洋协定》《欧日协定》的
条文规定为主。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中立规则基本都涵盖了非歧视原则、商业考量、补贴规则、透
明度和公司治理等方面，但在规则体系和内容上又各有特色，本文将其分为美式和欧式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规则的国际演进相对独特，表现为以下三大特点：（１）竞争中立规则经历了从一国国内制度

被移植到他国区域贸易协定的国际化发展过程。竞争中立制度本起源于澳大利亚，但将其在国际社会强
力推广的却是国内无系统性实践的欧美国家。美国国内的国有企业多数是公共类企业而极少有商业类企
业，并不存在对竞争中立的内生需求；欧盟域内虽有一定数量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但其发达的竞争法对公
私企业同等适用，③再加上国家援助制度对政府补贴的规范化，现有法律制度已足以规制国有企业引发的
竞争扭曲问题。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竭力推行内生于澳大利亚的竞争中立规则，④主要是为了应对新形
势下大量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引发的不公平竞争问题。（２）在竞争中立规则的国际演进过程中，“主
推手”欧美既有共识又有分歧，新规则存在较大的博弈空间。欧美的竞争中立规则在内容上具有较高的重
合度，双方在非歧视待遇、商业考量、透明度、公司治理规则上高度相似，但在规则的体系安排、严格程度和
推行路径等方面又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方面，美国在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以国有企业章节创设全面、
系统的竞争中立规则，而欧式竞争中立规则则分散在竞争法、国有企业、补贴等章节中。另一方面，美式竞
争中立规则为“激进型”而欧式则属于“渐进型”，前者比后者规范力度更大更严厉。美国积极创设严厉的、
甚至超越世贸组织现有要求的竞争中立规则，强调去除国有企业的政府成分；⑤欧式竞争中立规则强调以
成员原有的竞争法规制国有企业并在世贸组织框架内改良国有企业规则，认为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平
等地适用竞争法时仍要注重平衡福利国家角色和市场公平竞争，⑥因而其在强化反补贴规则时会设置较
多的例外。（３）从发展趋势看，竞争中立规则将会快速填补国有企业国际规范的空白，并成为被普遍适用
的国有企业国际新规则。２１世纪以来，各国国有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大规模地参与全球竞争，被认为会
引发政治、经济安全隐患以及东道国管制困难，其中破坏公平竞争备受国际社会关注。⑦ 然而，第二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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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６，ｈｔｔｐ：／／ａｒ－
ｃｈｉｖ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ａ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７５／ＰＤＦ／ｃｎｐｓ．ｐｄｆ，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参见石伟：《“竞争中立”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９页。
《欧盟运行条约》第１０６条规定：“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均受欧盟条约中的竞争条款约束。”
参见赵海乐：《是国际造法还是国家间契约———“竞争中立”规则形成之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参见毛志远：《美国ＴＰＰ国企条款提案对投资国民待遇的减损》，《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翟巍：《欧盟国家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规制及对我国启示———基于公共经济利益服务研究视域》，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３３页。
Ｓｅｅ　Ｓｕｌｔａｎ　Ｂａｌｂｕｅｎａ，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６，ｐ．１０．



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系统规范国有企业的国际经贸规则。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中频
繁出现的竞争中立规则则恰好可填补国有企业规范的空白，解决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引发的竞争失衡
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竞争中立规则具有向“国际习惯规则”发展的趋势。竞争中立规则目前主要出现在
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中，属于“国际契约”而非“国际造法性条约”；①但是经由欧美的大力推行，其又内含
“公平竞争”的理念，未来有可能获得更多国际社会共识从而满足国际习惯规则的“实践”和“心理”要素，最
终发展为具有普遍效力的国有企业新规则。②

（二）竞争中立规则引发的新挑战
首先，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提出“竞争中立”这一行为要求，从深层次上看是对国有企业身份正位

的要求。竞争中立规则要求国有业企保持竞争中立，实际上必然要求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商业主体身份。
“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性质的这种内在关联性，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公私不分”的身份造成不公平竞争
的事实所致。经合组织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上享受特殊待遇及“公私不分”的性质是国有企
业引发不公平竞争等诸多问题的根源。③ 国有企业“公私不分”、国有出资者与国有企业混同，易导致国有
企业获得诸多不当的竞争优势并出现双重身份滥用的情形。但是，要求天然就具有国有出资人“血统”的
国有企业化身为纯正的商业主体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政府与市场界限相对模糊的经济转型体而言，政府更
有利用国有企业参与或干预经济的冲动。
其次，竞争中立规则的要求超出了世贸组织传统规则的内容范畴。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并

没有统一的竞争法，更无针对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规则。世贸组织协定中，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国营条款、
反补贴条款等并不涉及或无法有效规制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例如，依《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１７
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国营企业在涉及进出口买卖时只要求遵守非歧视待遇原则，且适用范围仅限于货物
的进出口措施。用于实现公平贸易的贸易救济措施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反补贴协议》）第

１条虽规定“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在满足其他条件下会构成受规制的补贴，但欧美与
中国长期存在的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的身份之争，表明《反补贴协议》难以直接适用于国有
企业。④ 相比之下，欧美当前所推行的竞争中立规则，无论是适用对象还是实体规则，都超越了世贸组织
规则的适用范围和约束力度，将对所有借助国有企业发展经济的国家带来新挑战。
最后，竞争中立规则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中国构成极为严峻的现实挑战。基于国家制

度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竞争中立要求对欧美国家影响较小，但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会产生极高的制度
变革成本。⑤ 与经历了私有化浪潮的欧美地区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仍保有比重较大的国有企业。⑥ 尤其
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仍需要以国有企业承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重任，竞争中立新要求显然会成为其
发挥后发优势的障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规则壁垒。这种挑战对中国尤其具有“变革”难度。一方面，具
有辐射蔓延之势的竞争中立规则未来必然会对中国国有企业形成约束。当前，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基本都包含了竞争中立条款，它们既会内化为国内法，又会被接
纳国不断复制到其他新区域贸易协定中，甚至被多边化。⑦ 中国国有企业进入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市场时
会面临竞争中立的要求，中国与这些地区和国家谈判签署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时也可能被要求接受类似规
则。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两千年的“官商”经济发展史，当前的国有企业虽历经改革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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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海乐：《是国际造法还是国家间契约———“竞争中立”规则形成之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参见冯辉：《竞争中立：国企改革、贸易投资新规则与国家间制度竞争》，《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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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唐宜红、姚曦：《混合所有制与竞争中立规则———ＴＰＰ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挑战与启示》，《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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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体制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在是否发展官营经济政策问题上，曾出现过著名的“桑弘羊之问”。①

其间的逻辑在当下仍旧顽固并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干预经济并依赖国有企业的思想根源。
可见，竞争中立规则要求中国彻底跳出数千年传统制度的依赖，放弃政府控制经济以实现国家治理的传统
信条，实质上是要求中国社会跨越式迈入现代化。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要突破中国特殊的历史和
现实土壤而进行局部的法律移植和实施，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三、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商业化塑造的核心要求

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中立规则确立了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行为规范，内含对国有企业进行
商业化塑造的逻辑，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新型反补贴规则消除国有企业的“因公优势”
解决国有企业的反竞争性关键在于限制政府补贴或其他的政府支持，因而反补贴自然成为国有企业

竞争中立并获得身份独立的最重要手段。② 为此，欧美推行的新型反补贴规则都要求限制或禁止不当的
政府补贴。
美式协定明确要求构建以“非商业援助制度”为名的新反补贴规则，以消除一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

所引发的负面外溢效应。其中，《跨太平洋协定》最早创设的相关规则可视为世贸组织反补贴规则的全面
升级版，③也是美国在实践中广泛推广的版本，其主要包括以下三大要件：（１）宽泛的主体要件。规定政府
和国有企业都可成为提供非商业援助的主体，直接超越了《反补贴协议》框架下国有企业是否适格补贴主
体之争，极大地限制了政府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为国有企业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２）宽松的非商业援
助范围和标准。规定仅对国有企业提供的援助、主要由国有企业使用的援助、国有企业获得的数额巨大的
援助以及通过裁量权偏袒国有企业的援助都属于规制范围。④ 其中，“通过裁量权偏袒”属于主观性极强
的概念，实践中极易被滥用。（３）宽松的因果认定关系。非商业援助制度虽然直接移植了《反补贴协议》中
关于损害认定的规定，但规制主体和内容却相当宽泛。一方面，它将适用范围从货物贸易拓展至服务贸易
和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对“不利影响、产业损害”作宽泛认定，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宽松随意，易出现
一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就导致他国经济发展受损的断论。需要注意的是，新达成的《美墨加协
定》第２２．６条第１款在《跨太平洋协定》的基础上增加了３项严格禁止的非商业援助内容，分别为：禁止缔
约国政府、国有企业对其他无资信保障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禁止对无可靠重组计划的破产国
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禁止对国有企业的未偿债务转化为权益。显然，美国在《美墨加协定》中推出了更
苛刻的国有企业条款，明确反对国有企业仅因国有性质而不论资信能力轻易获得政府贷款和担保，反对国
有企业“大而不破”、以“债转股”方式获得重生的现象，与《美墨加协定》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一样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
欧式反补贴规则相对宽松，侧重于作框架性规定。例如，《跨大西洋协定》《欧加协定》《欧日协定》的补

贴章节主要规定以信息交换（补贴的政策目标、数额和相关措施）、磋商等方式解决一般性补贴措施；⑤《欧
日协定》第１２．７条还规定了两类禁止性补贴：政府或公共机构对企业债务的无限制担保以及对无可靠重
组计划的破产企业的补贴。总体上，欧式反补贴规则内容概括、存在较多的例外，保留对公共事业、文化产
业予以扶持的权力，修法路径限定于世贸组织框架内。欧式反补贴规则在体系化和严格程度上不如美式，
主要是因为欧美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史。欧盟成员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出现恢复经济的国有化
浪潮，即使在私有化后一些成员国（如法国）仍有一定比重的国有企业；此外，欧盟现有的国家援助制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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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时，又能规范影响竞争的国家补贴行为。① 相比之下，美国是由移民建立
的、无封建残余的国家，“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和经济模式决定了美国“有限的公有化”和“持续的私有化”
特征；尽管美国也存在一些规制政府反竞争行为的制度安排，但总体并没有系统化的规制政府补贴行为的
规定。② 可见，欧美的历史与制度差异为新型的反补贴规则及其他国有企业规则留下了博弈空间，也是中
国争取国际同盟、借鉴欧美实践并推出中国版竞争中立规则的良机。

总之，欧美已表明对政府补贴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立场，所推行的新规则要求从根源上消除国有企
业的因公优势，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商业化塑造的重要体现。一方面，补贴新规则破解国有企业身份不独立
的问题。国家补贴或援助会使国有企业面临预算软约束，扭曲其经营行为并影响其人格独立。限制或禁
止缔约国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和其他不当援助，相当于从源头上切断对国有企业因公优势的来源，是
确保国有企业脱离政府扶持、培育内生优势而成为独立商业主体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补贴新规则构成
解决国有企业反竞争性最有效的手段。过度或不规范的补贴措施确实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甚至破坏正
常的市场经济运行。例如，对国有企业的不当补贴导致国有企业与政府间权责不明确、劣币驱逐良币；会
强化国有企业已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并挤出民营企业，抑制创业活动。③ 因而，欧美反补贴规则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能够直接以抑制政府公权力的手段破解国有企业身份独立难题。

（二）以商业考量规则保障国有企业的商业化运营
商业考量规则主要是指国有企业要像私营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标，在经营和商业决策过程中主要考

虑价格、质量、可获性、适销性、运输等商业性因素。要求国有企业适用商业考量规则可见于所有欧美新区
域贸易协定文本。例如，《跨太平洋协定》第１７．４条规定：“各缔约方应保证其国有企业在从事商业活动时
依照商业考量购买或销售货物或服务”。欧美其他新区域贸易协定国有企业章节也有类似条款。
商业考量规则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三点：（１）从内容看，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的商业考量条款具有公平

竞争的商业化运作要求，超越了世贸组织协定仅强调非歧视的要求。《跨大西洋协定》《欧加协定》《欧日协
定》将非歧视条款和商业考量条款分开规定，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要像私营企业一样依
商业考量规则行事，要求国有企业受到竞争法的规制。相比之下，《关贸总协定》第１７条（国营企业商业考
量条款）却仅涉及货物进出口措施中的非歧视要求，并非真正的商业考量。（２）从适用对象看，商业考量规
则适用范围更广，既适用于国有企业也适用于指定垄断企业。被授予特权的垄断型非国有企业在商业运
营过程中同样要遵守商业考量规则。（３）从法律效果看，商业考量规则条款可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确保适
用，有可强制执行的保障机制。
新的商业考量规则被明确为国有企业的行为准则，能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像私营企业一样行事。

首先，它首次提出国有企业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参照对象为私营企业，要求国有企业像相关领域的私营企
业一样，在商业运营中重点考虑商业因素或商业惯例，尤其要排除政治性因素的影响。其次，从执行主体
上看，商业考量表面上是对国有企业的要求，但其贯彻落实同样需要政府抑制干预冲动，实质上也是对政
府提出了不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不对国有企业施加政治任务的要求。再次，欧美将商业化考量作为国有企
业竞争中立规则的内容之一，可将对国有企业施加竞争法要求这一未被世贸组织采纳的主张予以推广。
在２００２年“加拿大小麦出口和谷物进口措施案”④中，美国曾提出国营企业不仅要像普通商业实体一样进
行经营和贸易，更要像“洗净双手”再从业的“高尚的商业实体”。即美国意图将《关贸总协定》第１７条中的
商业考量要求解释成一种类似于竞争法的义务，禁止国营企业以不当优势参与市场活动，但其主张未被采
纳。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认为商业考量并不是要抽象地考察国营企业是否商业化地运作，也不要求国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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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避免利用可能会对私营企业造成不利的特权和优势；相反，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一样都可以利用各自的
优势以追求经济利益。① 如今，当年未被世贸组织采纳的主张终于被欧美一致纳入区域贸易协定中并明
确为国有企业的行为准则，②表明欧美对国有企业“因公优势”的担忧和对其商业化塑造的诉求。

（三）以现代公司治理规则推进国有企业的身份独立
为了使国有企业顺利成为与私营企业类似的微观经济体，竞争中立规则还提出了“现代公司革命”的

要求。当前，美式协定主要通过透明度、技术合作等条款间接要求国有企业进行公司良治，而欧式协定则
直接在协定中推出公司治理条款。例如，《跨太平洋协定》和《美墨加协定》的透明度条款规定，缔约方要提
供的国有企业信息包括国有股比例、投票权比例、特殊股份、董事会成员的政府头衔等。这些强制要求披
露的国有企业公司结构信息，既是判断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国有企是否具有良好的
公司治理的依据，具有迫使国有企业运作不透明、不规范的国家重塑其国有企业组织的功效。欧式协定则
直接提出公司良治的要求。例如，《跨大西洋协定》“国有企业”章节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条款规定，根据
经合组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国有企业要遵守高度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要求；
《欧日协定》甚至直接设置“公司治理”章节，明确公司治理的目标和准则，要求股东和董事会各尽其职。
欧美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提出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其背后的逻辑包括两方面。其一，尽管内部

存在争议，欧美仍怀有“公司法历史终结论”的情结，迫切向各国推广其公司治理模式。依此终结论，世界
各地的公司法会趋同化发展，公司治理应存在被普遍接受的、经济效率最高的最佳实践。③ 因而，任何参
与经济活动的实体，如果其以公司形态出现，公司结构和治理就应该遵循欧美的单一标准模型。其二，国
有企业如果遵守了现代公司两权分离的要求，就可获得独立的法人人格，也就容易实现竞争中立。经合组
织曾指出，“如果实施竞争行为是由一个能够与政府保持一臂之距的独立实体实施，那么竞争中立就更容
易实现”。④为此，欧美通过经合组织推出了大量关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建议，包括：区分国有出资者与
管理者角色、国有出资者要明确国家所有权的目标、突破出资决定权益的常规思维要求国有控股股东避免
选拔政府官员担任董事成员、国有股东所任命的董事应对全部股东而非仅对任命他的国有股东负责等。⑤

从目的和效果上看，此类建议正是为了排除国有股东对董事会的政治干扰，避免政府管理市场角色和政府
出资人身份相互混淆，有助于实现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和身份独立。尤其是，对于将政治治理和法律治理
揉为一体而失去独立性的国有企业而言，⑥《指南》无疑具有较强的身份正位功能。

四、竞争中立规则的价值审视

从价值评判的角度看，欧美推行的竞争中立在规则设计上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但也具有推进国有企
业身份正位并促其在新国际形势下良性发展的积极功效，应当对其进行客观和辩证的审视。

（一）竞争中立规则内含的制度缺陷
首先，欧美竞争中立规则的某些内容不仅超出了世贸组织的现有要求，而且规则设计也存在科学性和

逻辑性缺陷。德国学者克卢格在其《法律逻辑》一书中曾指出：“不服从逻辑规范就不存在有意义的讨论
……不再能够追问对于命题之真伪的证明。”⑦欧美竞争中立规则欠缺逻辑性主要反映在美国推行的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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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援助条款中，其修改了世贸组织的补贴规则却又未经科学论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１）非商业援助过
于宽松的适用范围和界定标准导致规则缺乏客观性。《跨太平洋协定》所规定的非商业援助已超出世贸组
织框架下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提供的财政资助范畴，任何与政府关系亲近（控股权或其他控制方式）的国有
企业都可能被推定为获得政府援助。（２）因果关系认定上采用了不严谨的过错推定方式，规则逻辑不能自
洽。非商业援助制度对损害认定规定宽泛，相关协定的缔约方甚至是第三方的产品或服务经营者竞争力
下降、产业经济不景气都可能被认定为出现“不利影响、产业损害”，从而归罪于某一国有企业，这相当于赋
予欧美在经济危机中抵制竞争对手且可随意使用的工具。据此可见，非商业援助规则中人为设计的逻辑
漏洞，正是欧美排斥他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歧视他国国有企业的表现，其背后隐藏的是欧美化解本
国贸易赤字、遏制外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意图。
其次，某些竞争中立规则过于严苛、内含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否定，忽视不同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

性、阶段性和地域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１）忽视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世界各国国有企业
几乎都具有不均衡性发展的规律，往往处于不同的“生态系统”层级，其兴衰皆与特定时期的历史职能紧密
相关。例如，西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采用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助力国家的重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则以发展国有企业的方式促进第三次科技革命，从而培育出居于世界前列的高科技产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大量国有企业退出则是欧洲经济发展成熟、淘汰夕阳产业的必然选择。① 美国不似西欧具有深厚的国
有化发展史，但经济大萧条至今的近百年中，其为应对危机也曾推出数次短暂的国有化措施。例如，１９２９
年至１９３３年的经济危机时，罗斯福新政就根据凯恩斯主义实行国家干预，建立一大批重要的国有企业；②

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曾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并通过增持股份的方式为多家濒
临倒闭的银行注资，这被认为是美国实施“混合经济”的体现。③ 如今，进入社会稳定和发达阶段的欧美却
盲目排斥、敌对他国国有企业，显然有双重标准之嫌。（２）忽视了当前不同国家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
实。当前欧美主要国家基本上处于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
市场经济转型期。《跨太平洋协定》谈判过程中各国曾对竞争中立条款产生巨大分歧，④尽管《跨太平洋协
定》的替代版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达成生效，但仍旧无法掩盖一个客观现实：过快
推进统一、高标准的规则会超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承受能力，导致出现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的不公平现象。正如美国学者基辛格所言，“美国模式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演变才有了目前的形式。
在美国可行的东西不可能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原样照搬，更做不到迅速照搬……”⑤ （３）忽视了国有企业
发展的地域性。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表明，国有企业的存续与发展无不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市
场以及文化水平紧密相关。西方国家多数是商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会自然采
用商业法则。但是，在仍旧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些国家，难免存在不成熟的商业文明以及复杂的政
商关系，如果忽略具体的国情而直接搬用就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最后，欧美推行的竞争中立规则含有政治上的战略意图，违反所有制中立原则。欧美竞争中立规则出

台背景及设计缺陷表现出对他国国有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排斥，违背了所有制中立原则。竞争中立规则
应具有制度中立性，“所有制中立”和“国籍中立”是其应有之义。经合组织现任竞争法小组主任安东尼奥
·戈麦斯就明确指出，竞争中立规则重在要求对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统一适用竞争法，不应以所有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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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或注册地为由对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予以歧视。① 但是，欧美竞争中立规则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
学和经济制度基础上，对公有制国家的国有企业具有先天性的歧视。例如，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研究员
就曾指出，“政府公司无论履行的是何种职能，也无论看起来多像‘私有化’，基于宪法的限制都仍是国家的
代理人”。② 尤其是，如同其他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一样，欧美竞争中立规则仍可能含有“术语陷阱和制度
阴谋”，③存在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可能。

（二）竞争中立规则有助于国有企业回归商业实体的本质
首先，竞争中立规则通过消除国有企业的因公优势可促进国有企业身份独立和商业化运作，一定程度

上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要求。经合组织所提出的去除国有企业公有优势、维持公私企业公平竞争
的方案，④已初步内化为竞争中立三大规则。它们以国家条约义务的方式同时对政府与企业提出公平竞
争要求，可以有效帮助国有企业克服其公有身份带来的反竞争性和身份非独立性，能够限制政府权力在国
有企业中的非法扩张，有助于培育国有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并回归企业的本质。尤其是，这些要求符合全
球化下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自由竞争、公平竞争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竞争中立的
基本内涵”。⑤ 中国经济法学者们早就指出，随着市场体系的健全，“政府的介入与干预是有限的”，⑥国家
参与或干预经济要遵循市场的决定地位，⑦政府谦抑干预是经济法适度原则的新内涵。⑧ 因而，以公平竞
争为内核的竞争中立规则，有助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身份正位，也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
其次，通过竞争中立而非消灭国有股的方式实现国有企业的身份正位，可避免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和意

识形态之争。欧美曾表明对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期待和建议。例如，美国曾在一些区域贸易协定
中设置国有企业私有化条款，要求缔约方减少或消灭国家所有权。２００４年《美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第１２．３条就要求新加坡政府逐步降低其在国有企业中的所有权，第９．６条也要求对政府参股的电信企业
进行私有化。但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如苏联曾仿效西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国
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但最后却出现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寡头垄断和经济危机。⑨ 此外，对国有企业私有化
还会因干涉他国政治经济制度而缺乏正当性和可行性，有可能涉及违宪问题和干涉他国主权，引发无休止
的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显然清醒意识到国有企业问题牵涉极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因而推出国有企业私
有化的替代方案———竞争中立规则，通过聚焦公平竞争这一技术问题解决国有企业参与经济引发的诸多
问题。美国在《跨太平洋协定》国有企业规则的谈判时曾透露，“如果《跨太平洋协定》成员不对本国的国有
企业私有化，那么就必须要确保其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进行公平的商业竞争”。瑏瑠 可见，竞争中立规则更
符合各国多元化发展的国际社会现实和新时代国有企业的发展需求，既能消除西方发达国家对外国不规
范国有企业的各种外溢效应的担忧，又易于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最后，从实施效果看，国有企业虽因竞争中立失去因公优势，但却能提高经济效益并获取独立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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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身份。澳大利亚很多政府公司自１９９３年重组改革和竞争中立规制后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例如，
电力领域的政府企业就被认为“在利润和生产率方面均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日益增强的州际间政府公司竞
争也对利润盈余产生了影响”。① 此外，竞争中立还有助于国有企业获得独立的市场身份及国际市场准入
的认可，新加坡淡马锡的市场化运作即为适例。淡马锡是新加坡著名的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保持商业
主体身份并依商业规则运作，践行竞争中立原则。② 尽管新加坡总统是淡马锡储备金的监护人，但不参与
淡马锡的投资及商业决策，也不提供任何政府补助。不过，虽无公权力扶持，淡马锡全球的商业运作却极
为成功，经济收益高且国际信誉良好。③ 淡马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商业公司身份的准确定位，
尤其是国家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确保实现国家控制和市场运作之间的平衡。

五、中国的对策

西方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曾指出，“仅仅国家或市场都不是主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作用、
相互关系及其周而复始的变化”。④ 因而，中国在推出国有企业问题的应对方案时，可利用世贸组织之父
约翰·杰克逊早年提出的“接合面理论”。⑤ 该理论主张不同制度模式的国家求同存异，主动探索新时期
中西方再度进行国际经贸合作的“接合面”。杰克逊早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意识到要推进多边合作，就
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体与非市场经济体的差异化难题，其创立的“接合”机制理论———聚焦贸易自由化和合
作的技术性问题，促进了不同国家在多边贸易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据此，中国可积极推出中国版的竞争中
立规则以促其向“良法”发展，并在批判借鉴欧美范式的基础上推进政府补贴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
化，合力助推国有企业的身份正位和良性发展。

（一）国际立法：推出中国版的竞争中立规则
首先，从规则的逻辑性和内容的合理性方面增强竞争中立规则的科学性。推出新型反补贴规则时，要

坚持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审慎推进，借助经济学理论认定补贴行为与不利影响、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谨防欧美国家在规则设计中为解决本国经济困难、故意阻却他国竞争者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图。对于商业
考量规则，要研究其变成国家义务后对商业主体和商业交易行为的影响，精心设计证据和事实认定规则，
防止西方国家的国内法产生攻击性的域外效力。对于公司治理，需要全面及时跟踪经合组织的软法起草
工作和英美公司法的新发展，探讨移植西方公司治理经验的可行性与实效性。
其次，通过设置例外规则增强竞争中立规则与现实的兼容性。中国应抓住各方国情不同、认识存在分

歧、规则尚未成形之机，推出反映本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和正当利益的新型竞争中立规则。在未
来的贸易协定中，中国也可借鉴欧美竞争中立规则中各种隐形的特殊规定，通过谈判技巧和立法技术设置
例外性条款。具体建议如下：（１）设置特定例外情形。例如，借鉴欧式新区域贸易协定在适用范围中排除
文化、金融产业、次级政府实体的做法，规定需要保护空间的中国产业（如高科技、人工智能、环保、金融等）
以及具有战略价值的国有企业不适用；效仿《跨太平洋协定》规定应对经济危机、执行政府政策指令的重要
例外。（２）设置一般例外条款。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向于在尊重各国管制和公共政策多元的基础上进
行，因而可借鉴欧式新区域贸易协定将世贸组织一般例外条款纳入竞争中立规则，明确为保护人类、动植
物生命健康和环境等公共政策目标情形下的适用豁免。（３）设置过渡期条款，规定特定期限内不适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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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国有企业转型和管理制度改进提供时间保证。① （４）排除适用争端解决机制。借鉴欧式新区域贸
易协定的实践，规定新型反补贴、竞争法条款等内容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以弱化超出发展阶段的规则
束缚。
再次，坚持“所有制中立”的竞争中立规则。中国可借助竞争中立规则兴起之机，进一步明确所有制中

立的国际法地位并积极促其融入竞争中立规则。经合组织研究报告曾明确指出，竞争中立工具应坚持所
有制中立；②某些西方学者也强调，竞争中立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国际贸易和投资具有公开、非歧视和公平
竞技性，③未来成形的新规则须同时考虑投资东道国和母国的关切点。④ 因此，竞争中立规则不能仅因政
府出资而歧视国有企业，而应该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到问题本身，即如何实现公平竞争。中国既要反对
欧美某些竞争中立规则中“竞争礼让”“竞争非中立”的反竞争元素，⑤也要大力倡导竞争中立规则包含所
有制中立的内容，确保各国国有企业不受歧视地进入国际市场，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最后，在参与方式与路径上，可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搭建规则平台，推进中国版的竞争中立规则。

一方面，改变我国区域贸易协定较少设置竞争条款的现象，⑥灵活将中国版竞争中立规则纳入到中国的贸
易投资协定中。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国有企业是积极参与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主力，中
国与沿线国家签订或更新自由贸易区协定时就应主动就竞争中立规则的内涵及判断标准达成共识；在与
欧美西方国家谈判贸易或投资协定时，要加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身份认定标准、市场准入以及非歧视待遇
等内容。另一方面，鉴于当前竞争中立规则具有软法硬法化的特点，中国要积极参与经合组织关于竞争中
立的研究工作和指南制定。否则，若经合组织关于竞争中立的研究和指南主要由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主导，自然无法避免西方集体对中国国有企业“立规则”的情形。

（二）国内改革：以竞争中立促成国企身份正位
首先，可借鉴欧盟的国家援助制度构建中国版的补贴规范制度。政府对国有企业不规范、不透明的补

贴正是政府影响竞争、国有企业身份不独立的集中体现，也可能影响国际公平贸易甚至导致全球经济失
衡。中国可在世贸组织现有规则框架内保留与国情相符的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扶持措施，但又极有必要
对国有企业各种补贴行为透明化、规范化。对此可采取三方面的举措：（１）摒弃长期以来以隐形、无序的产
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而忽视竞争政策的思维惯性，确立“竞争政策才是最好的产业政策”观
念。⑦ 国际经验已表明，过度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易产生腐败、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等治理问题，⑧而产
业政策又与国有企业补贴、国有企业身份等问题紧密相关，因而应借鉴欧盟经验坚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
并重的理念。（２）借助中国当前构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契机，⑨积极进行竞争倡议，将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法律化。可明确将与国有企业有关的行政政策和措施纳入到公平竞争审查范围，为构建政府补贴规范
制度设定基本的规制框架。（３）通过单行法形式明确规定政府补贴的程序和规则，主要内容可包括透明
度、补贴申报、对竞争的影响与评估等。通过对政府补贴行为进行自我预先评估和规范化，将各种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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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透明度条款规定：“对于越南和马来西亚，第１７．１０条第１款（透明度）自本协定对越南和马来西亚
分别生效之日起５年内不适用。在本协定对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生效之日后６个月内，两缔约方应分别向其他缔约方提供或通过官方网
站公布其在前述３年中的一年份自商业活动中获得年收入超过５亿特别提款权的国有企业名单，且此后应每年更新，直至第１７．１０条第１
款（透明度）适用并替代该义务”。

Ｓｅｅ　Ｓｈｉｍａ，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Ａ　Ｆａｃ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５，ｐ．１８．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Ｈ．ａｎｄ　Ｙ．Ｋｉｍ，Ｓｔ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４，ｐ．３．

Ｓｅｅ　ＯＥＣ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２０１６，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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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国有企业发展纳入到公平竞争框架内，既有助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和身份独立性，又可确保相
关措施符合世贸组织反补贴规则和主要国家的实践，从而有效反击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论”对中国发展模
式的抨击。
其次，确保参与经济活动的国有企业根据商业考量规则进行市场运营。尽管欧美竞争中立规则中的

商业考量规则超出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内容，但毕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易被普遍接受。尤其是依据《中
国加入工作组报告》第４６段规定，中国已承诺遵守“中国政府将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有企业或国家投资
企业的商业决定”这一义务，①因而中国须在对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之际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贯彻商业考量规
则。具体落实路径可结合宏观营商环境的改善、国有企业的监管制度改革、资本化运营、职业经理人制度
等举措进行，尤其要强调监管机构不再以任何方式干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
最后，通过借鉴《指南》有效改进国有企业的公司结构和治理。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因停留于

形式而屡遭批判和质疑。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当下的国有企业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官商’体制改革的
结果，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应）建立现代商人制度，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具有市场平等地位的‘现
代商人’”。② 《指南》被纳入国家间条约成为竞争中立规则的内容，实则体现了欧美对各国国有企业公司
化和商事化改革的双重要求。中国国有企业有必要根据本国国情借鉴《指南》塑造真正的商业主体身份，
相关举措包括：要求上市及非上市的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信息披露；区分国有出资者与管理
者角色，通过立法明确国家所有权的目标和国有出资者的权利义务；以独立的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负责国
有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甚至可尝试国有股东放松管制，不对经营管理层派驻代表，仅保留经济收益权。
不过，在借鉴移植西方经验时仍需充分考虑本国的制度、社会结构和人文传统，要注意在现实可行的基础
上设计渐进变迁式的制度，毕竟“通过革命就能彻底改变制度体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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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工作报告书》第４６段规定被《中国加入议定书》第１．２条明确规定纳入其中，成为对中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义务而非仅
仅是普通的表述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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